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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兽医去哪儿了？有证的多到城里看宠物去了
基层兽医工作体系不完善，从业人数不足质量不优地位不高，急需改善

本报记者梁军、任延昕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人类现
存已知的传染病中有60%属于人畜共患疾病，
至少有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

兽医是预防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的
前端。近两年非洲猪瘟的传播，暴露出我国动物
防疫系统仍有薄弱环节，兽医工作体系还不完
善，从业人数不足、质量不优、地位不高。
业内人士呼吁，我国要应对下一场大流行

病，必须坚持“人病兽防”，让兽医成为保障养殖
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
全的“预警人”。

上得了实验室也下得了牛棚里

隆冬，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的一
家养殖场里，撒料机嗡嗡作响，奶牛吞嚼着
草料。
39岁的乡村兽医沈俊康套上雨鞋，穿好防

护服，在一旁等待奶牛吃完早餐。经过雾化消毒
后，他和两名村级防疫员进入牛栏，开始抽样
采血。
一头奶牛的采血过程通常需要三人配合，

一人固定，一人采血，一人编号。等完成采血任
务，牛棚里已尘土飞扬，一股混合着牛粪的药液
气味掠过，冲入人的鼻孔。
“手速快，能最大限度降低奶牛的应激反
应，同时保护我们的自身安全。”沈俊康说。他从
业25年，经常被牛踢伤。
沈俊康将血样逐个标记、装箱，这时手机响

了起来：有养殖户要卖家里的畜禽，需要办理产
地检疫合格证，然后装车转运。“这可耽误不得。”
他说，产地检疫合格证就是动物的“健康码”，也
是各类畜禽在市场自由流通的前提条件。

十几公里外，榆中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实验室里，33岁的陈正博身披白大褂，正
在对送检的动物血样进行血清学检测和病理学
分析。
跟沈俊康不同，陈正博大部分时间都“窝”

在实验室，与同事负责全县重大动物疫病的日
常检测和动态预警。这个实验室是在2009年建
成的，检测能力覆盖全县，年检测量可达3万份。
牛羊得了什么病？该怎么治？疫苗起没起作

用？这些养殖户最关心的问题，都可以从他们实
验室里找到答案。
像沈俊康和陈正博一样，基层兽医是能够

诊治多种动物疫病的“多面手”。他们有的防护
服从头穿到脚，使用先进仪器给牲畜采血、上报
信息；有的坐在实验室电脑前，分析各类数据信
息，指导养殖场科学饲养、及时防疫。
牛棚里穿防护服，实验室里穿白大褂。兽医

们两种不同的“打开方式”，构成了基层动物疫
病的防护屏障。

“鸟枪换炮”后不再“灰头土脸”

沈俊康的父亲年轻时就是夏官营镇的乡村
兽医。那时候家家户户没有电话，也没有大规模

的养殖企业，各家各户就一两头牲口，一头牛生
了病全家人跟着着急。一有求医的农户找上门，
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去看病、打针。
在他儿时记忆里，父亲总是背着药箱行走

在乡村猪舍间，深一脚浅一脚，猫着腰走进猪
舍，与养殖户一起捉猪，给猪打防疫针。
“受制于当时的治疗技术和养殖水平，大部分

时候，一名乡村兽医能做的很有限。”陈正博说。
多年前，陈正博的父母从事养殖业。父亲从

定西市采购了一批仔猪，由于防疫检查没到位，
买回来后发现了传染病。当时死了40头猪，经
济损失达两万元。父母深受打击。
近年来，随着养殖业高速集约化、规模化发

展，甘肃不少农村建起了一座座现代化养殖场。
新时代乡村兽医们的工作环境大为改善，“鸟枪
换炮”后不再“灰头土脸”。以前侧重打针看病，
如今更加倾向于实验室检测，注重预防和保健
正成为兽医行业的趋势。
新的发展带来新的要求。伴随新型畜禽病

毒出现，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等动物源性传染病
不断威胁公共卫生安全。而气候变化、生态环境
退化以及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给动物疾病的
防控带来巨大挑战。
陈正博说，甘肃省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很

重视县级实验室的能力建设。2020年全国非洲
猪瘟防控政策要求，跨市省调运仔猪、种猪，当

地兽医部门需要出具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报
告。这一年碰巧榆中县生猪出栏多，幸好县级
实验室就可以做病原学检测，不需要像过去
一样到上级动物疫病控制中心检测。
“兽医的力量正在不断完善，养殖户的疫
病预防意识增强了，也更加依赖我们了。”陈
正博说，虽然工作过程艰苦乏味，但他依然热
爱这个岗位，2019年他还被授予甘肃省五一
劳动奖章。

“干活的没证，有证的不干这个活”

“简单算一笔账，以 2018年起流行的非
洲猪瘟为例，通过前端防控和有效干预，如果
将生猪的病死率降低 1%，相当于救回 600
万头猪。”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党
委书记孙研说。
“非洲猪瘟从非洲蔓延到欧洲用了 50
多年时间，从格鲁吉亚蔓延到俄罗斯远东地
区用了差不多 10年时间，然而传入中国后
几个月内就影响了很多地区。这凸显了我国
动物防疫体系的预警能力并不匹配蓬勃发展
的畜牧业。”孙研说，基层兽医队伍建设还相
对滞后，待遇两极化、资源不协调、功能弱化
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基层兽医体系和从业者。

事实上，各地村级防疫员正在面临青黄

不接的窘境。“大家都觉得这份工作又脏又
累，还有受伤和感染人畜共患病的风险。一年
三四千元的补助，年轻人不愿意干，老的这一
辈之后恐怕没人愿意接班。”陈正博说。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兽医管

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逐步推行
执业兽医制度”。2008年实施的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也明确提出“国
家实行执业兽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把执业
兽医制度确定下来，随后各地开始推行执业
兽医资格考试。
“甘肃执业兽医考试每年有1000人到
1500人参加，由于需要专业知识门槛，通过
率不足二成。”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何其
健说，“尽管如此，许多通过考试的执业兽医
并没有去基层一线工作，而是在城市宠物医
院，为伴侣动物看病。”
考取了执业兽医从业资格的人，大多数

是经过系统专业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但一
些大学生毕业后不会去基层，而一些基层真
正的从业者往往并不持证。“干活的没证，有
证的不干这个活。”孙研说。
此外，乡镇一级的畜牧兽医站属于全额

供给，许多非专业人员挤占了包括畜牧兽医
在内的农业技术公益性服务岗位，导致一些
公益性技术服务也没有直接服务于农牧民。

记者在甘肃多地走访了解到，乡镇一级
的畜牧兽医站被纳入乡政府管理后，乡村兽
医由过去的单线管理，变为由动物卫生监督
所、农牧局、乡政府等多头管理。
“兽医站没‘户口’，我们也就成了‘黑
户’。”沈俊康说，基层兽医本就人手紧张，归乡
镇政府管理后，日常琐事、杂事缠身，难以专注
于业务工作，专业服务力量有些捉襟见肘。
“基层监督检疫至关重要，如果第一道关

把得好，动物疫病就能控制好，出现大规模蔓
延的风险就不大。但是一边做日常行政工作，
一边兼顾兽医相关工作，容易造成监督和服务
缺位。”孙研说。
针对目前存在的隐忧，孙研建议国家要加
大对动物生产安全的重视程度，从保障经济发
展、保障养殖业发展、保障公共安全的角度出
发，实事求是地评估现状，适当增加动物防疫
经费，合理配置人员和机构，通过多种方式提
高兽医的社会地位。
同时，优化执业兽医管理制度，对学历和知

识结构设定合理门槛，每年以继续教育的形式对
执业兽医进行培训和考核；充分发挥基层防疫人
员的力量，让他们有意愿、有机会考取资质。

打造“同一个健康”方阵

20世纪40年代，以盛彤笙、朱宣人为代
表的一批海外留学生学成归来，推动建立了
我国现代兽医体系；改革开放至今，兽医的重
要性日渐凸显，我国的兽医制度也不断地接
轨国际水平。
专家表示，新形势下，兽医的职能范围正

在从过去单纯诊治动物疾病，发展到保障养
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
品安全等多个方面。
孙研说，面对动物源性传染病带来的人类公

共卫生安全威胁，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从动物源
头进行控制，是最为有效和经济的方法，坚持“人
病兽防”，也是保护人类免受危害的最佳途径。
“然而，我国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系统之

间的合作关系仍然需要加强。”他说。
业内人士呼吁，面对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

新发多发的形势，要尽快推动形成人类公共卫
生和动物卫生的“同一个健康”方阵，在保障养
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
安全上，充分发挥兽医的“预警人”作用。
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卡尔

文·施瓦布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
借此警醒世人，人类与动物相互依存，人类与
动物的健康和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
何其健说，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的防控，

涉及若干领域和众多职能部门，要建立起人
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监控网络和合作机制，由
市场监管、海关、文旅、交通、商务、卫生、农业
农村等部门共同参与。
“在现行制度下，最重要的是衔接人类卫
生和动物卫生两个系统，整合力量，形成合
力，共同抵御公共卫生领域可能出现的风
险。”他说。

1月24日，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的一家养殖场里，乡村兽医正在给羊采血。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宋晓东、杨琳

养鹦鹉30年了，咋就“突然”犯法了？在河
南商丘，数百户鹦鹉养殖户眼下愁眉不展，还有
点担惊受怕。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已

有30年历史的人工繁育养殖费氏牡丹鹦鹉
产业，已经多次被外地公安部门认定为非法
销售野生保护动物。40万只鹦鹉销售受阻，
相关人员被抓捕，众多养殖户资金链断裂，
面临着“养不起”“卖不掉”“放不了”的困境。

大量鹦鹉积压、死亡

来到商丘市梁园区宁楼村，记者在村民王

翠兰家院外就能听到此起彼伏的鸟鸣声。三层
高的房子，一楼住人，二三楼堆满了鸟笼，饲养
着包括费氏牡丹鹦鹉在内的多个品种，但有的
鸟笼已经空了。
王翠兰说，2019年刚投资20多万元扩建，

没想到一年后就不让卖鸟了。现在家里的
1000多对鹦鹉卖不出去，没有收入就买不起饲
料，每天都有三四十只鸟被饿死。
在同村养殖户余福玲家，记者看到部分饲料
袋已见底，给鸟做饭的蒸锅落满了灰尘。
“原来鸟喂得精细，每斤米拌上两三个鸡蛋
放在锅里蒸熟，一天喂两三顿，现在都从地上扫
点麸壳，一天吃不了一顿。”余福玲说，家里养了
2000对鹦鹉，一个月光饲料费就要1.5万元，现
在不让卖鸟，没有收入，鸟饿死几百只了。
已经养殖鹦鹉15年的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罗庄村民张巍，同样遭遇“灭顶之灾”。以前家
里存栏最多时有2500对，现在只剩下1700对。从
新冠疫情开始到现在，一只鹦鹉都没卖出去，“为
了养活这些鸟，我已经欠了快10万元的债了。”
商丘人工养殖费氏牡丹鹦鹉已有30年历

史。商丘市委宣传部相关人士表示，作为全国
最大的鹦鹉人工繁育基地，商丘全市有鹦鹉养
殖户837户，鹦鹉存栏量100万只以上，其中费氏
牡丹鹦鹉约有40万只，养殖户近300户。但从
2020年下半年开始，江苏、江西等地公安部门陆续
查获多起买卖费氏牡丹鹦鹉案件，认定为非法销
售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溯源到商丘，已经有养
殖户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从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外

地公安部门多次以非法销售国家重点野生保护
动物为由，对商丘鹦鹉养殖户进行拘留，导致当
地费氏牡丹鹦鹉市场交易中断，养殖户销售链条

断裂，大量鹦鹉积压在农户。为节省成本，养
殖户减少饲料投入。加之冬季低温，大量鹦鹉
死亡，一些养殖户面临返贫风险。

政策几经调整，“特色养殖”沦

为“非法产业”

记者采访发现，商丘当地人工繁育的费
氏牡丹鹦鹉大多是外来品种，在历史上曾被
纳入相关部门批准的可商业性经营野生动物
名单，但由于政策多次调整，这一特色养殖逐
渐成为“非法产业”。

记者调查了解到，原国家林业局在2003
年曾颁布的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育技术成
熟的野生动物名单（林护发【2003】121号）
中，规定费氏牡丹鹦鹉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
用。2003年以后，鹦鹉养殖在商丘快速发
展，由于门槛不高、市场效益较好，养殖费氏
牡丹鹦鹉成为商丘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创业
致富的首选，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2012年10月23日，原国家林业局发布

公告废止了这一名单。2019年11月，费氏
牡丹鹦鹉的保护等级由国家三级升为国家
二级，无证买卖将触犯刑法。

部分养殖户反映，此前当地并未根据法
律法规进行有效引导和管理。
“这些政策，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要知道
犯法肯定不干。”余福玲说，“我们几百户也
不是偷偷摸摸地养鹦鹉、卖鹦鹉，至少也要
提前跟我们说一声，不能突然就说我们犯法
了，我们冤得很。”

记者采访还发现，由于费氏牡丹鹦鹉人
工繁育时间较长，各地对其司法鉴定的意见

不一，造成了不同地区执法标准不一。
商丘市森林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显示，该

局曾多次委托国家林草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
中心，对当地人工繁育的费氏牡丹鹦鹉进行
鉴定。由于繁育时间较长，产生很多杂交品
种，出具的鉴定结果为“不确定具体种属”。
作为刑事案件查办没有立案基础，因此商丘
市森林公安没有查办过相关案件。但2019
年年底以来，江西、浙江等地森林公安部
门，根据国内其他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
定书，以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为由，多次抓捕商丘市经营费氏牡丹鹦鹉
的销售商。
此外，商丘绝大多数养殖户没有办理人

工繁育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不少养殖
户说，不知道哪里可以办证，也没有相关部门
曾对此进行督促、监管。
张巍表示，2012年他曾到商丘市行政服

务办事部门咨询如何办理相关证照，但得到
的回复是“不办理这类证件”。
养殖户夏玉华多年前向商丘市林业局咨

询办证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回复，“大家都
没办证，而且二三十年了也没人管，我以为就
是不用办证的。”

厘清法律模糊地带，尽快妥善

处置存量鹦鹉

法律人士表示，这已不是国内野生保护
动物领域第一次出现社会争议。由于一些人
工饲养物种是不是野生保护动物的司法认定
较为模糊，导致执法层面不好操作，不利于基
层司法实践。

河南晟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四化说，人
工养殖的动物和与真正的野生动物之间的保
护不应当画等号。关于这一类问题，司法实
践过程当中，过去的裁判尺度不一。最高人
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8日颁布了野生动物
保护的指导意见，但是关于人工饲养动物与
野生保护动物之间，如何有效、准确地区分，
没有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因此，呼吁相关部
门尽快细化出台可操作性强的条款，准确地
界定人工养殖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区分标准，
让养殖户能够有法可依，也能够有效地规范
人工养殖市场。

不少养殖户也呼吁应将买卖养殖鹦鹉和
野生鹦鹉区别开来。余福玲说，同样都是养
殖，猪、鸡、鸭、羊、牛可以卖，卖自己养的鸟就
犯法，这个道理说不通。
“现在养的费氏牡丹鹦鹉确实是我们一

代一代人工繁育的，国家可以鉴定，不能‘一
刀切’地判定我们违法。”养殖户刘忠耀说。
针对目前大量费氏牡丹鹦鹉处置难的问

题，养殖户急切盼望地方政府尽快出台政策，
帮助解决。
夏玉华说，鹦鹉是活物，活一天就要吃一

天，如果到春节还解决不了，我家1000多对鹦
鹉就死光了。“就是不算钱的账，鸟再小也是
命，眼睁睁看着饿死了，心疼啊。”王翠兰说。
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表示，已向上

级相关部门反映商丘养殖费氏牡丹鹦鹉的
实际情况，争取允许人工繁育种群进行商业
性经营利用；当地还拟协调一定补偿资金，
对鹦鹉进行妥善安置，并对养殖户中受影响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合理补偿，避免
返贫。

卖不掉放不了，商丘鹦鹉养殖陷“非法”困局
人工繁育养殖费氏牡丹鹦鹉

在商丘已有30年历史。由于政策

多次调整，特色养殖成为“非法

产业”

省外部分地区森林公安部

门，以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为由，多次抓捕经营费氏

牡丹鹦鹉的销售商

业内人士呼吁尽快细化相关

条款，让养殖户能够有法可依，也

能够有效地规范人工养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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